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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标准如何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曹 翔，李慎婷

( 海南大学 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如何促进企业绿色生产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那么对企业生产过程进

行严格管制的清洁生产标准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为此，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清洁生产

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考察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机

制及其对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第二，清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和重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大，
对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小，对外资企业和
中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 第三，清洁生产标准在短期内并未显著影响企

业绿色生产水平，在长期中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
响劳动力成本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第四，清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

燃料煤来实现绿色生产，但并未明显影响企业对燃料煤和洁净煤气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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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基于末端治理的环境规制容易产生运行成本高、污染转移等问题［1］，难以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

国务院在 2021 年 2 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
出，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依法在“双超双有高耗能”行业实施强制性的清洁生产审核，推进工业绿色
升级。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环保规范，有利于提高企业能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提
升企业绿色生产水平，推动企业生产方式绿色化。根据《中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2019 年中国重点耗能工业企业能耗水平较 2018 年下降明显，例如: 单位电石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2． 1%，单位合成氨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2． 4%，吨钢综合能耗同比下降 1． 3%，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同
比下降 2． 2%，每千瓦时火力发电标准煤耗同比下降 0． 3%，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同
比下降 4． 1%。这初步表明，中国绿色生产水平得到了提高。那么，旨在对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环保管
制的清洁生产标准究竟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起到了多大作用? 其对不同类型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

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其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其又如何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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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可以为充分发挥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促进作用提供参考依

据，进而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截至目前，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来看，已有研究集

中于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等的影响; 从微观层面来看，已有研究集中
于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相对而言，关于清
洁生产标准这一具体管控企业生产过程的环境规制的研究甚少，仅有少数学者研究了清洁生产标准

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运用双重差分法来评估清洁生产标准对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影响的研究几乎没有。
鉴于此，本文首先以实施清洁生产标准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 1998—2012 年的企业微观数

据，根据是否属于 2006 年、2007 年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行业将企业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运用多期
双重差分模型来量化评估清洁生产标准对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 然后，通过平行趋势检验、随机抽样
的安慰剂检验、考虑控制变量的时变效应、更换政策实施年份界定方法、缩小样本、控制干扰政策、工
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接着，进一步检验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不同
行业的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最后，就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机制以

及其对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第一，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
生产水平，并在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中得到了支持; 第二，清洁生产标
准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和重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大，对中西部地区企
业、非国有企业和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小，对外资企业和中度污染行业企
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 第三，清洁生产标准在短期内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在长期中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和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来

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第四，清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燃料煤来实现绿色

生产，但并未明显影响企业对燃料煤和洁净煤气的消费。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本文创新性地从企业绿色

生产水平这一视角就清洁生产标准展开政策评估; ( 2) 本文采用污染物的产生量而非污染物的排放
量来衡量企业绿色生产水平，更能准确反映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 ( 3) 本文从微
观企业数据层面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并且运用工具

变量法进行了内生性处理，提高了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 4) 本文进一步对清洁生产标准政策效应的异
质性及影响途径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仅有助于理清清洁生产标准与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两者之间的内

在联系，还可以为清洁生产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余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第三部分为模型构建、指标设定与数据

说明; 第四部分为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为异质性分析; 第六部分为机制检验与拓展分

析; 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 一) 文献综述

目前，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成本、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早期学者们认为，环境规制给企业带来了

成本，制约了企业竞争力［2 － 3］，后来学者们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例如: 黄德春和刘志彪［4］研究发
现，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费用成本的同时也会激发创新，从而可以部分或者全部抵消掉这些费用

成本; Jaffe et al．［5］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 Fleishman et al．［6］认为，环境规制可以提高
企业生产率，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其二，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研究。Porter and Van der Linde［7］率先提出“创新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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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创新从而弥补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和比较优势。之后，学者们进一步对这一效应进行研究。例如: 张志强［8］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提
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esta et al．［9］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企业绩效; Jaffe and
Palmer［10］认为，环境规制对 Ｒ＆D支出产生正向影响; 张成等［11］认为，环境规制和企业生产技术进步
呈“U”型关系; 蒋伏心等［12］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呈“U”型关系。
其三，关于环境规制与资本流动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对外

直接投资从环境规制强的国家或者地区转移到环境规制弱的国家或者地区［13 － 14］，但也有学者研究

发现，环境规制的增强反而有助于外商资本的进入［15］。
其四，关于清洁生产标准的研究。从企业生产阶段来看，环境规制主要包括末端治理和清洁生产

标准。大部分学者对末端治理进行了研究，只有少部分学者对清洁生产标准进行了研究。例如: 张彩
云［16］认为，清洁生产标准短期内抑制了企业出口;韩超和胡浩然［1］研究了清洁生产标准对产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动态边际影响;高翔和袁凯华［17］认为，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此外，现有文献就环境规制对绿色生产率( 与绿色生产水平紧密相关) 的影响未形成一致结论。例

如: Telle and Larsson［18］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绿色生产率呈正向关系; 而 Wang and Shen［19］认为，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综上所述，尚未有学者以实施清洁生产标准作为准自然
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其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
( 二) 理论机制

一方面，清洁生产标准主要是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进行约束的一种环境规制手段;

另一方面，企业在生产一单位产品中产生的污染物越少，意味着其具有越高的绿色生产水平。因此，
清洁生产标准如何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经典的环境规制理论来解释，即从传统

的“遵循成本效应”［2 － 3］和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7］两大方面展开分析。
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污染、推动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17］。传统的“制约论”认

为，在消费者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环境规制的增强会使企业增加额外的费用来减少污染［20］。清洁生
产标准作为一种环境规制手段，其实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随着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政府对企业
的生产过程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一方面，企业为应对清洁生产标准的实施，需要购买用于节能减
排的新型机器设备，从而使企业固定资产支出增加; 另一方面，新型机器设备的增加需要配备专业的

技术人员，同时减少污染、降低能耗也需要专业人员，从而使企业增加劳动力投入成本［16］。据此，本
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H1a: 清洁生产标准通过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支出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假说 H1b: 清洁生产标准通过增加企业劳动力成本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企业在技术、资本、资源配置、消费者需求固定的情况下已经做出了最优的选

择，此时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力［11］。Porter［21］基于动态分析视角，认为
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摆脱固有条件的约束，促进企业更加合理地配备资源并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抵消

企业因环境规制而增加的成本［22］。这意味着恰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使企业所获得的收益大于成本，促使企业生产率提高［5］、单位产出所需能耗降低，从而促进企业绿色生
产水平提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H2: 清洁生产标准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三、模型构建、指标设定与数据说明
( 一) 模型构建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原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于 2003 年首次实施了清洁生产标准，并在随后年份不断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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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增的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行业
2003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 年 2010年

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白酒制造 葡萄酒制造 酒精制造

炼焦 食用植物油加工 纤维板制造 卷烟制造 无机碱制造 旅游饭店

皮革鞣制加工 棉纺织及印染精加工 乳制品制造 味精制造 电子电路制造 铜冶炼

制糖业 纸浆制造 涤纶纤维制造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 铅锌冶炼

铝冶炼 镍钴矿采选 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 煤炭采选

氮肥制造 氨纶纤维制造 铅蓄电池制造

啤酒制造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水泥制造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平板玻璃制造

汽车制造业

铁矿采选

注: 作者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清洁生产标准整理，不含以往清洁生产标准得到修改和完善的行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T 4754—2017)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四位数编码与清
洁生产标准所对应的四位数编码进行匹配。本文借鉴韩超和胡浩然［1］的做法，将 2003 年、2008—
2010 年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行业企业剔除，以 2006 年和 2007 年实施清洁生产标准的行业企业为处
理组，其他企业为对照组，构建如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

Yit = β0 + β1DIDjt +∑βkControlit + ηi + γt + εit ( 1)

式( 1) 中，j代表行业，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 Yit是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DIDjt为核心解释

变量清洁生产标准的交互项; Controlit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ηi代表企业固定效应; γt 代表年份固定效

应; 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 二)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一方面，企业生产活动所最终排放的污染物总量由其生产
过程中的污染物产生量和通过末端设备处理所减少的污染物排放量共同决定。另一方面，企业在生
产相同市场价值产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越少，意味着其绿色生产水平越高。由此，本文在考
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用工业废水产生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2． 核心解释变量: 清洁生产标准的交互项 DIDjt。其取值规则为: 当企业所在的行业 j在 2006 年
实施清洁生产标准且 t≥2006，或企业所在的行业 j在 2007 年实施清洁生产标准且 t≥2007 时，DIDjt

取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借鉴张彩云［16］、高翔和袁凯华［17］、李俊青和苗二森［23］的研究思路，本文选取如
下控制变量: ( 1) 企业规模，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有
可能因规模经济而减少成本，从而有助于其进行绿色生产。( 2) 企业年龄，以当年减去企业成立年份
加 1 的值来衡量。( 3) 企业资本密集度，以固定资产合计与年末从业人员总数的比值来衡量。一般
而言，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能够使用越多的资本来研发绿色生产技术，从而越有利于提高绿色生产

水平。( 4) 企业利润率，以利润总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一般而言，企业利润率越高，企业
越有能力研发绿色生产技术，从而越有可能促进企业绿色生产水平提升。( 5) 政府补贴，以补贴收入
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来衡量。政府的资金支持有助于企业购买用于节能减排的机器设备并促进
企业创新，从而加快企业进行绿色生产的进程。( 6 ) 企业出口虚拟变量，若企业存在出口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一般而言，出口企业往往面临着更加严格的外国环境标准( 尤其是发达国家) ，更有动
力研发绿色生产技术，进而提升绿色生产水平。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生态环境部统计的企业绿色发

展数据库。参照田巍和余淼杰［24］、马双和赖漫桐［25］的做法，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 ( 1 )
剔除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企业年龄、年末从业人员总数、补贴收入小于 0 的观测值; ( 2) 剔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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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7． 756 38． 508 0． 000 5 030． 172 438 000
企业规模 5． 340 1． 114 0． 693 12． 201 395 000
企业年龄 20． 572 2． 760 12． 000 25． 000 574 000
企业资本密集度 196． 952 2 378． 884 0． 000 341 000． 000 437 000
企业利润率 0． 060 0． 114 0． 000 18． 062 546 000
政府补贴 0． 005 0． 084 0． 000 24． 204 425 000
企业出口 0． 290 0． 453 0． 000 1． 000 574 000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符合会计勾稽关系的观测值，具体包

括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流动资产大
于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
本年折旧大于累计折旧等; ( 3) 对样本
数据中部分缺失变量使用插值法进行

填补。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2。
四、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一) 基准回归和平行趋势检验

清洁生产标准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
表 3 基准回归与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 1) ( 2) ( 3)
DID －8．326＊＊＊

( 1．841)
Treatment ×Trend －1．049 －0．645

( 0．900) ( 0．707)
Control YES NO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58． 350＊＊＊ 11． 768＊＊＊ 102． 311

( 13． 600) ( 0． 238) ( 95． 406)
观测值数 207 451 19 680 19 562
调整可决系数 0． 944 0． 003 0． 013

注: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平的估计结果见表 3第( 1) 列。不难发现，核心解
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为 － 8． 326，并在 1%的水
平上显著。这表明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
绿色生产水平。
双重差分法的假设前提是，对照组和处理

组的被解释变量在政策实施前具有共同变化趋

势。为此，本文借鉴付明卫等［26］的研究思路，
利用 2004—2005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Yit = β0 + β1Treatmentj × Trendt

+∑βkControlit + ηi + γt + εit ( 2)

其中，Treatmentj 代表 j行业是否在 2006 年或 2007 年实施清洁生产标准，是为 1，否则为 0; Trendt

在 2004年与 2005年分别取值为 1和 2; 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 1) 相同。回归结果见表 3 第( 2) 列和
第( 3) 列。不难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在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以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企业绿色
生产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本文构建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1 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

( 二) 稳健性检验

1． 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尽管本文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尽可

能地控制了可观测变量和固定效应，但仍然可能

存在非观测遗漏变量影响本文评估结果的可靠

性。为此，本文参照 Cai et al．［27］、La Ferrara
et al．［28］的做法，采用非参数置换检验法进行安慰
剂检验。具体做法如下: 本文首先不重复地随机
抽取与当年处理组企业数量一致的企业，然后将

抽中的企业作为虚假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 最

后将该随机过程重复 200 次。图 1 汇报了交互项
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其中，垂直虚线为表 3
第( 1) 列基准回归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不难发现，基于随机抽样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值分布在 0
附近，且与基准回归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
效应并未明显受到潜在非观测随机因素的影响。

2． 考虑控制变量的时变效应
考虑到控制变量及其时间变化趋势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中可能存在差异而对平行趋势假设构成

—53—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威胁［29］，本文在模型( 1)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各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变量的一次方的交互项，具体
如下:

Yit = β0 + β1DIDjt +∑βkControlit +∑γm ( Controlit × f( T) ) + ηi + γt + εit ( 3)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 1) ( 2) ( 3) ( 4)
DID － 6． 076＊＊＊ － 2． 810＊＊＊ － 8． 066＊＊＊ － 6． 339＊＊

( 2． 041) ( 1． 027) ( 1． 870) ( 2． 634)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Control × T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43． 440＊＊ 58． 200＊＊＊ 58． 300＊＊＊ 50． 560＊＊＊

( 19． 060) ( 13． 600) ( 13． 800) ( 14． 580)
观测值数 207 451 207 451 205 074 112 454
调整可决系数 0． 953 0． 944 0． 944 0． 020

注: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
5%、1%的显著性水平。

其中，f( T) 代表时间趋势变量 T 的
一阶项，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 1 ) 一
致。实证结果见表 4 第( 1) 列，从中可以
看出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负。这表明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3． 更换政策实施年份界定方法
考虑到部分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于

下半年开始实施，本文借鉴郭俊杰等［29］

的研究思路，将这类清洁生产标准的实

施时间视为下一年，再次进行回归。实
证结果见表 4 第( 2) 列。从中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4． 缩小样本
本文进一步将样本缩小为制造业企业，重新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见表 4 第( 3) 列。可以看出，核

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为 － 8． 066，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5． 控制干扰政策
2007 年中国实施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具体将江苏、浙江、天津、湖北、湖南、河南、
山西、重庆、陕西、河北和内蒙古等 11 个省份选为试点省份，率先对试点省份内的企业实行排污权交
易机制。为控制该政策对基准回归结果的潜在干扰影响，本文首先将这 11 个试点省份的企业剔除，
然后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见表 4 第( 4) 列，从中可以
看出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控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的干
扰影响后，清洁生产标准仍然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 1)
DID

( 2)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IV － 0． 001＊＊

( 0． 000)
DID － 140． 791＊＊

( 57． 244)
Control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常数项 0． 086＊＊＊ 46． 678＊＊＊

( 0． 014) ( 2． 856)
观测值数 156 838 119 314
调整可决系数 0． 445
F统计量 57． 210

注: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6． 工具变量法
前文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稳健性检验虽然能

够缓解潜在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但依然

可能存在因清洁生产标准主要针对重污染行业进行

制定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选取年平均
相对湿度与年日照时间的交互项构建工具变量。相关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表 5 第( 1 ) 列
显示了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IV 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负，即满足相关性条件; F 统计量大于临界值
10，即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表 5 第( 2 ) 列
显示了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表明在缓解潜在内生性
问题后，清洁生产标准仍然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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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地区异质性检验

变量
( 1)
东部地区

( 2)
中西部地区

DID － 9． 020＊＊＊ － 7． 300＊＊
( 2． 202) ( 3． 300)

Control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常数项 46． 140＊＊＊ 78． 620＊＊＊

( 15． 990) ( 23． 220)
观测值数 123 471 83 980
调整可决系数 0． 945 0． 013

注: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
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五、异质性分析
( 一) 地区异质性

考虑到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污染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30］，因此清
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绿色产生

水平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对此，本文进一步将
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与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异质性分

析，具体来说: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西部地
区包括样本范围内剩余的省份。实证结果见表 6，从
中可以看出: 第( 1 ) 列和第( 2 )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绝对
值更大。这表明: 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相对于中
西部地区的企业而言，清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在
于: 东部地区多为沿海发达地区，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充足，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而言，东部地

区的企业更容易开展创新活动，利用新型技术进行绿色生产。
表 7 行业异质性检验

变量
( 1)

重度污染行业
( 2)

中度污染行业
( 3)

轻度污染行业

DID － 10． 230＊＊＊ － 1． 348 － 1． 719＊＊

( 3． 455) ( 3． 378) ( 0． 730)
Control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38． 250＊＊ 24． 960＊＊＊ 10． 610＊＊＊

( 18． 460) ( 7． 921) ( 4． 037)
观测值数 101 445 61 771 40 285
调整可决系数 0． 946 0． 988 0． 230

注: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
5%、1%的显著性水平。

( 二) 行业异质性

考虑到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强
度行业的影响不同［31］，因此清洁生
产标准对不同污染强度行业的企业
绿色产生水平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
异。对此，本文借鉴王杰和刘斌［32］

的研究思路，根据污染强度将行业
划分为重度污染行业、中度污染行
业和轻度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
析，实证结果见表 7。第( 1 ) 列和第
( 3 )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负; 第( 2 ) 列中核心解
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相
对于轻度污染行业而言，重度污染行业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这表明: 清洁
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重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能显著影响中度污
染行业的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相对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而言，清洁生产标准对重度污染行业企
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 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是清洁生产标准重点推
进的对象，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污染问题较少，短期内重度污染行业更容易取得显著效果。
( 三)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减排技术上存在异质性［33 － 34］，因此清洁生产标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绿
色产生水平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对此，本文进一步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等方面来
考察清洁生产标准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见表 8。第( 1) 列和第( 3)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第( 2) 列中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相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绝对值更大。这表明: 清洁生产标准
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能显著影响外资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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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变量
( 1)
国有企业

( 2)
外资企业

( 3)
非国有企业

DID － 9． 166* 1． 122 － 3． 116＊＊

( 5． 485) ( 2． 606) ( 1． 402)
Control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123． 800* 16． 910＊＊＊ 51． 430＊＊＊

( 65． 520) ( 4． 490) ( 10． 720)
观测值数 35 535 8 914 163 002
调整可决系数 0． 945 0． 011 0． 010

注: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
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清洁生产标准对国有企业

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在
于: 国有企业在清洁生产标准实施的过程中被赋

予领先示范的定位。
六、机制检验与拓展分析
前文实证分析已经验证了清洁生产标准会显

著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那么，清洁生产标准
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这

些影响机制是否存在时滞性? 清洁生产标准对企

业绿色生产方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本部

分重点考察的内容。
( 一) 影响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从“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维度引入中介变量，并构建中介
效应模型来进行机制检验。其中，“成本效应”方面引入固定资产支出、劳动力成本作为中介变量，
“创新补偿效应”方面引入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借鉴温忠麟等［35］的思路，本文构建如下中介
效应模型:

Yit = β0 + β1DIDjt +∑βkControlit + ηi + γt + εit ( 4)

Mit = α0 + α1DIDjt +∑αnControlit + ηi + γt + εit ( 5)

Yit = 0 + 1DIDjt + 2Mit +∑rControlit + ηi + γt + εit ( 6)

其中，M为中介变量，分别表示固定资产支出、劳动力成本、劳动生产率。由于资本使用成本主
要取决于利率和资本投入量，而利率主要由银行指定，因此各企业间资本使用成本主要体现在资本

投入量。基于此，本文以固定资产合计来衡量固定资产支出［16］。由于企业间劳动力总成本差异主
要由劳动人数规模决定，因此本文借鉴侯欣裕和孙浦阳［36］的研究思路，以年末从业人数的对数值来

衡量劳动力成本。借鉴邵敏和包群［37］的做法，本文以产品销售收入与全部从业人员的比值来衡量
劳动生产率。相关原始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根据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可知，式( 4) 的估计系数 β1 显著为负。表 9第( 1) 列为基于式( 4) 的回归结

果，第( 1) 列结果表明，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表 9第( 2) 列至第( 4) 列为基于式
( 5) 的回归结果，第( 2) 列至第( 4) 列的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清洁生产标准
提升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支出、劳动力成本和创新能力。表 9 第( 5) 列至第( 7) 列为基于式( 6) 的回归结
果。第( 5) 列至第( 7) 列的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第( 5) 列和第( 7) 列中介变量固
定资产支出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第( 6) 列中介变量劳动力成本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这表明清洁生产标准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响劳动
力成本进而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即假说 H1a、H2成立而假说H1b不成立。
( 二) 影响机制的动态分析

考虑到环境政策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滞性，本文参考郭俊杰等［29］的研究思路，将核心解释变量

DID拆分为短期冲击变量 short和长期冲击变量 long。具体定义方法为: 对于所有处理组企业，在政
策实施的前 2 年，short 取 1，否则为 0，在政策实施的第 3 年起，long 取 1，否则为 0; 对照组企业的
short和 long变量一直为 0。在此基础上，将 short和 long 代替 DID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衡量政策的
短期和长期作用效应。实证结果见表 10。第( 1 ) 列和第( 2 ) 列为基于式( 4 ) 的回归结果。其中，第
( 1) 列中变量 shor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而第( 2) 列中变量 long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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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在短时期内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而在长期中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第
( 3) 列至第( 5) 列中变量 long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长期中清洁生产标准提升了企业的固
定资产支出、劳动力成本和创新能力。第( 6) 列至第( 8) 列变量 long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第( 6)
列和第( 8) 列中介变量固定资产支出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而第( 7 ) 列中介变量劳
动力成本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表明，清洁生产标准在长期中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创新能力来
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来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表 9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 1)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 2)

固定资产支出
( 3)
劳动力成本

( 4)
劳动生产率

( 5)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 6)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 7)
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DID － 8． 326＊＊＊ 3． 524＊＊＊ 0． 009＊＊ 1． 523＊＊＊ － 8． 333＊＊＊ － 8． 303＊＊＊ － 8． 445＊＊＊

( 1． 841) ( 0． 466) ( 0． 004) ( 0． 070) ( 1． 482) ( 1． 487) ( 1． 495)
固定资产支出 － 0． 007＊＊

( 0． 003)
劳动力成本 1． 449

( 1． 179)
劳动生产率 － 0． 538＊＊

( 0． 259)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8． 350＊＊＊ － 26． 236＊＊＊ 2． 913＊＊＊ 15． 671＊＊＊ 58． 131＊＊＊ 53． 765＊＊＊ 67． 144＊＊＊

( 13． 600) ( 2． 762) ( 0． 039) ( 0． 606) ( 14． 449) ( 12． 099) ( 14． 363)
观测值数 207 451 264 265 264 265 264 260 207 451 207 451 207 448
调整可决系数 0． 944 0． 899 0． 977 0． 937 0． 956 0． 956 0． 956

注: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 10 中介效应动态检验

变量
( 1)
企业绿色
生产水平

( 2)
企业绿色
生产水平

( 3)
固定资产
支出

( 4)
劳动力
成本

( 5)
劳动
生产率

( 6)
企业绿色
生产水平

( 7)
企业绿色
生产水平

( 8)
企业绿色
生产水平

short － 0． 713
( 0． 777)

long － 4． 189＊＊＊ 3． 790＊＊＊ 0． 066＊＊＊ 1． 840＊＊＊ － 4． 197＊＊＊ － 4． 216＊＊＊ － 3． 906＊＊＊

( 1． 047) ( 1． 076) ( 0． 007) ( 0． 341) ( 1． 047) ( 1． 045) ( 1． 033)
固定资产支出 － 0． 007＊＊

( 0． 003)
劳动力成本 1． 493

( 1． 178)
劳动生产率 － 0． 535＊＊

( 0． 259)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8． 128＊＊＊ 58． 154＊＊＊ － 26． 010＊＊＊ 2． 913＊＊＊ 15． 729＊＊＊ 57． 939＊＊＊ 53． 433＊＊＊ 66． 899＊＊＊

( 14． 450) ( 14． 448) ( 2． 7587) ( 0． 039) ( 0． 605) ( 14． 452) ( 12． 107) ( 14． 364)
观测值数 207 451 207 451 264 265 264 265 264 260 207 451 207 451 207 448
调整可决系数 0． 956 0． 956 0． 899 0． 977 0． 937 0． 956 0． 956 0． 956

注: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 三) 拓展分析: 企业绿色生产方式

由于污染物产生量主要取决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燃料使用量以及燃料结构清洁化程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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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企业绿色生产方式

变量 ( 1) ( 2) ( 3)
DID 0． 064 － 0． 043＊＊ 0． 005

( 0． 040) ( 0． 019) ( 0． 019)
Control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常数项 － 2． 286 0． 704＊＊＊ － 0． 058

( 2． 883) ( 0． 064) ( 0． 314)
观测值数 264 028 132 632 203 756
调整可决系数 0． 922 0． 009 0． 001

注: 括号中的值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
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企业可以通过控制燃料消费、优化燃料结构等方
式实现绿色生产。那么，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
色生产方式的影响究竟如何? 对此，本文分别以

企业燃料煤消费、企业燃料煤平均硫份、企业洁净
煤气消费为被解释变量，依次以企业燃料煤消费

量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企业燃料煤平均硫份、企业
洁净煤气消费量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并基

于模型( 1 ) 来进行考察。回归结果见表 11。第
( 1) 列和第( 3) 列分别为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燃料
煤消费、企业洁净煤气消费的回归结果，其核心解
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第( 2) 列为清洁
生产标准对企业燃料煤平均硫份的回归结果，其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清
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燃料煤来实现绿色生产，但并未明显影响企业对燃料煤和

洁净煤气的消费。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全球变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加剧，环境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企业生

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管的清洁生产标准是否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对此，本文利用 1998—2012
年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就清洁生产标准对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检

验。结果表明: 第一，清洁生产标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绿色生产水平; 第二，清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
区的企业、国有企业和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非
国有企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小，对外资企业和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

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 第三，清洁生产标准在短期内并未显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在

长期中通过提升固定资产支出、创新能力来提高企业绿色生产水平，但未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来显
著影响企业绿色生产水平; 第四，清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燃料煤来实现绿色生

产，但并未明显影响企业对燃料煤和洁净煤气的消费。
上述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清洁生产标准、促进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以及提升绿色生产水平

等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提高清洁生产标准，扩大行业覆盖范围。根据本文结论，清洁生产标
准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生产水平，因此政府可以进一步提高清洁生产标准，扩大其行业覆盖范围，以

便更好地促进企业提高绿色生产水平。其次，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制定不同力
度的清洁生产标准。根据本文异质性分析结果，清洁生产标准对东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和重度污
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大，对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绿
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较小，对外资企业和中度污染行业企业绿色生产水平的提高作用不明显。因
此，政府可以针对中西部地区制定专门的清洁生产标准，同时提高中度污染行业的清洁生产标准，并

针对外资企业制定更高的清洁生产标准。最后，将燃料煤消费和洁净煤气消费纳入清洁生产标准范
畴。根据本文结论，清洁生产标准使得企业采用平均硫份更低的燃料煤，但并未显著促使企业减少
燃料煤消费和提高洁净煤气投入，因此政府可以在清洁生产标准中引入关于燃料煤消费和洁净煤气

消费的标准规范，促使企业加速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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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affect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AO Xiang，LI Shenting

( School of Economics，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The key issue facing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is how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green production．

What role is played by the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that strictly controls enterprises＇ production processes? This paper use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s on enterprises ＇ green

production levels and its heterogeneity，and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s affect

enterprises＇ green production levels and their impact on enterprise green production modes． 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ly，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s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Secondly，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s have a grea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in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region，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nd in enterprises in heavily-polluting industries，but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lightly-polluting industries． The

standards have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or enterprises in moderately-

polluting industries． Thirdly，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in the short term，but improves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in the long term by improving expenditure on fixed

assets and innovation ability，bu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green production level of enterprises by affecting labor costs．

Finally，while the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 makes enterprises adopt fuel coal with lower average sulfur content to realize

green production，i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onsumption of fuel coal and clean gas．

Key words: cleaner production standards; green production level; green production mode;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

differences model;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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